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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及其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人
熊冲突缓解的启示

代云川１，２，李迪强１，２，刘　 芳１，２，张于光１，２，张　 毓３，姬云瑞１，２，薛亚东１，２，∗

１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３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摘要：人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亚洲、欧洲和美洲地区的一个普遍问题，科学有效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有助于人熊共存

机制的建立。 目前，全球范围内肇事熊科动物涉及 ７ 种，分别为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北极熊、马来熊、懒熊和眼镜熊。 肇

事类型主要包括伤人、捕食牲畜、入侵房屋、损害庄稼、袭击蜂箱以及翻食垃圾。 引发人熊冲突的原因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熊
科动物种群数量上升、熊科动物生境质量下降、熊科动物自然食源周期性短缺、人类食物来源易获得性以及公众对肇事熊的容

忍度下降有关。 国际上已有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包括物理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以及政策导向性措施，然而，多数措施的制

定仅停留在措施本身的技术层面上，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和冲突驱动因素的分析。 西藏棕熊属于棕熊的一种稀有亚种，生活在

靠近人类的中亚高海拔地区。 在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类与西藏棕熊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为协助制订有效的保育

目标、解决区内人熊冲突问题，提出以下缓解建议：（１）缓解措施的制定需因地而异，综合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如地理环境、法律

法规、民俗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２）冲突类型多样，防熊措施需持续更新与完善；（３）加强人类社会发展与熊科动物生存之间

的关系研究，探索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熊科动物行为变化之间的关系；（４）加强棕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从棕熊生境质

量、种群动态、自然食源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去深入挖掘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进而从根本上制定缓解措施，促进三江源

国家公园地区人熊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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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熊冲突问题是全球性难题，在青藏高原地区也普遍存在［１］。 在整个青藏高原上，西藏棕熊（Ｕｒｓｕｓ ａｒｃｔｏｓ
ｐｒｕｉｎｏｓｕｓ）被视为最危险的物种，它们不仅捕食牲畜、破坏房屋，也严重危及人身安全［２］。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

地区，人与西藏棕熊之间的冲突是人兽冲突的典型案例［１⁃３］。 从民生角度考虑，人熊冲突给当地牧民造成巨

大损失，该问题的解决已刻不容缓［１，４］；从保护角度考虑，西藏棕熊肇事不断突破当地社区和民众的容忍度，
并影响其保护的积极性［１⁃２］。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区，人熊冲突问题的缓解或解决能够实现民生保障和生态

保护的双赢，也是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和功能协同提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模式。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区，基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在生态、文化和国家及国际层面的

重要性，三江源人熊冲突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将为该地区乃至整个青藏高原人熊冲突问题的解

决提供可供参考的实现路径，并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和国家公园管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４］。 近年来，以
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国家开展了诸多人熊冲突管理的研究，在缓解措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其中人熊冲

突管理计划（Ｈｕｍａｎ⁃Ｂｅａ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ＨＢＣＭ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５］。 ＨＢＣＭＰ 迈开了

解决人熊冲突的第一步，它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加快了人熊共存机制的建立［５⁃９］。 本文综述了从 ２０ 世纪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１８ 年以来国际上有关人熊冲突管理实践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并针对我国三江源国家

公园内的人熊冲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缓解对策，以期改善冲突局势，促进人熊共存，进而最大程度上保护三江

源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与完整性。

１　 人熊冲突基本概况

１．１　 肇事熊科动物及冲突类型

目前，全球 ８ 大熊科动物当中有 ７ 类熊科动物与人类发生过冲突，分别为棕熊、亚洲黑熊、美洲黑熊、北极

熊、马来熊、懒熊以及眼镜熊（表 １）。 冲突类型主要包括伤人、捕食牲畜、入侵房屋、损害庄稼、袭击蜂箱以及

翻食垃圾。 不同地区的人熊冲突类型各有差异，其主要表现为：欧洲东部地区的欧洲棕熊（Ｕ． ａｒｃｔｏｓ ａｒｃｔｏｓ）以
袭击蜂箱和捕食牲畜为主［１０⁃１２］；北美地区的美洲黑熊（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和北美棕熊（Ｕ． ａｒｃｔｏｓ ｈｏｒｒｉｂｉｌｉｓ）主要表

现为翻食垃圾和入侵房屋［１３⁃１６］；亚洲地区的懒熊（Ｍｅｌｕｒｓｕｓ ｕｒｓｉｎｕｓ）和西藏棕熊分别以伤人和入侵房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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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黑熊（Ｕ．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和马来熊（Ｈｅｌａｒｃｔｏｓ ｍａｌａｙａｎｕｓ）则以损害农作物和捕食牲畜为主［１７⁃１８］；南美洲的眼镜

熊（Ｔｒｅｍａｒｃｔｏｓ ｏｒｎａｔｕｓ）极少伤人，但造成大量牲畜损失［１９⁃２０］；北极圈内的北极熊（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易受到人类食

物的吸引，在食物短缺时会因掠夺人类食物而伤人［２１］（表 ２）。

表 １　 七种肇事熊科动物及其分布区域［２２］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ｅｖｅｎ ｕｒｓｉｄａ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ｈｕｍａｎ⁃ｂｅａ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２２］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英文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ａｍｅ

拉丁名
Ｌａｔｉｎ ｎａｍｅ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
ＩＵＣＮ ｒｅｄ ｌｉｓｔ

现存分布区域
Ｅｘｔａ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棕熊 Ｂｒｏｗｎ ｂｅａｒ Ｕ． ａｒｃｔｏｓ ＬＣ

阿尔巴尼亚、阿富汗、阿塞拜疆、爱沙尼亚、巴基斯坦、白
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朝
鲜、俄罗斯、法国、芬兰、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黑山、吉
尔吉斯斯坦、加拿大、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马
其顿、美国、尼泊尔、挪威、日本、瑞典、塞尔维亚、斯洛伐
克、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外蒙古、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西班牙、希腊、亚美尼亚、伊拉克、伊朗、意
大利、印度、中国

亚洲黑熊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ｂｌａｃｋ ｂｅａｒ Ｕ． ｔｈｉｂｅｔａｎｕｓ ＶＵ
阿富汗、巴基斯坦、不丹、朝鲜、朝鲜共和国、俄罗斯、韩
国、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缅甸、尼泊尔、日本、泰国、
伊朗、印度、越南中国

美洲黑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ｌａｃｋ ｂｅａｒ Ｕ．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ｓ ＬＣ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

北极熊 Ｐｏｌａｒ ｂｅａｒ 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ｕｓ ＶＵ 俄罗斯、格陵兰岛、美国阿拉斯加、挪威斯瓦尔巴和扬
马延

马来熊 Ｓｕｎ ｂｅａｒ Ｈｅｌａｒｃｔｏｓ ｍａｌａｙａｎｕｓ ＶＵ 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孟加拉国、缅甸、泰国、文莱、印
度、越南、中国（？）

懒熊 Ｓｌｏｔｈ ｂｅａｒ Ｍｅｌｕｒｓｕｓ ｕｒｓｉｎｕｓ ＶＵ 尼泊尔、斯里拉卡、印度

眼镜熊 Ａｎｄｅａｎ ｂｅａｒ Ｔｒｅｍａｒｃｔｏｓ ｏｒｎａｔｕｓ ＶＵ 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

　 　 ＬＣ：无危 Ｌｅａｓ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ＶＵ：易危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不确定分布

表 ２　 世界范围内熊科动物肇事典型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ｅａｒｓ ｄａｍ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冲突类型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ｙｐｅｓ

代表物种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代表区域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ｒｅａｓ

已有研究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伤人 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懒熊、西藏棕熊、马来熊 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 ［１⁃２， １７⁃１８］

捕食牲畜 Ｐｒｅｙｉｎｇ ｏ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眼镜熊、欧洲棕熊、西藏棕熊 玻利维亚、挪威、中国 ［１， ４， １９⁃２０］

入侵房屋 Ｈｏｕｓｅ ｂｒｅａｋ⁃ｉｎｓ 西藏棕熊、北美棕熊、美洲黑熊 中国、加拿大、美国 ［１， １３⁃１６］

损害庄稼 Ｄａｍａｇｉｎｇ ｃｒｏｐ 马来熊、亚洲黑熊、懒熊 马来西亚、中国、印度 ［１７⁃１８］

袭击蜂箱 Ｒａｉｄｉｎｇ ｂｅｅｈｉｖｅ 欧洲棕熊、美洲黑熊、亚洲黑熊 土耳其、加拿大、中国 ［１０， １７］

翻食垃圾 Ｇａｒｂａｇｅ ｒａｉｄｉｎｇ 北美棕熊、美洲黑熊、欧洲棕熊 美国、加拿大、罗马尼亚 ［１３， １６］

１．２　 人熊冲突驱动因素

人类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具有多重因素，其中较为典型的因素包括人类活动范围扩大［２３］、熊科动物种

群数量上升［１０］、熊科动物生境质量下降［２４］、熊科动物自然食源周期性短缺［１０］、人类食物来源易获得性［１０］ 以

及公众对肇事熊的容忍度下降［２５⁃２６］。 北美地区，北美棕熊和美洲黑熊因种群数量增加以及自然食源季节性

短缺而频繁肇事［１０， ２７⁃２８］；欧洲东部地区的人熊冲突与公众对肇事熊容忍度下降有关［１０⁃１２］；亚洲地区的人熊冲

突则是由人类活动足迹扩大和熊科动物生境质量下降造成［２９］。
１．３　 人熊冲突趋势评估

由于收集人熊冲突的一手数据较为困难，许多国家没有专人和机构对熊科动物肇事事件进行长期记录，
因此很难精确量化人熊冲突的变化趋势［３０］。 北美地区，管理者通常根据人熊冲突历年上报数据来评估冲突

变化趋势［３１⁃３２］。 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州熊类研究人员根据历年黑熊肇事数据来判断人熊冲突变化趋势，并以

此为由评估人熊冲突管理行动的有效性［１４， ３３］；Ｈｏｗｅ［３４］运用加拿大安大略省帕里湾（Ｐａｒｒｙ Ｓｏｕｎｄ）１９９２—２００８

３　 ２２ 期 　 　 　 代云川　 等：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及其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人熊冲突缓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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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以保护财产为由而杀死的美洲黑熊的数量作为评估人熊冲突趋势的一个重要指标。 人熊冲突趋势评

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单纯依靠熊科动物肇事事件的数量或频次来判断冲突趋势易造成不适当的人熊管理行

动［３５］。 由于人们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以及对物肇事动物的容忍度不同，加之人熊冲突补偿范围、补偿政策

倾向以及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管理机构收到的上报案件可能与实际冲突事件存在偏差。 科学评估人熊冲

突趋势的方法应当综合考虑 ３ 个方面：（１）统计人熊冲突上报案件数量和赔偿金额；（２）对肇事熊科动物进行

个体识别，统计肇事熊科动物历年数量变化趋势；（３）统计以保护人身安全和其财产为由而捕杀的熊科动物

数量。 近年来，人熊冲突这一课题逐渐受到了各国保护生物学家的关注，在科学网（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科研资源

库以“Ｈｕｍａｎ⁃ｂｅａ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人熊冲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结果显示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发表的关于人熊冲

突的科学论文和论文引用频次均呈增加趋势（图 １，图 ２）。

图 １　 以“人熊冲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历年（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发文数量（检索系统：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ｇ．１　 Ｔｏｔ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ｂｅａ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图 ２　 以“人熊冲突”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历年（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引用次数（检索系统：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ｇ．２　 Ｓｕｍ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ｃｉｔｅｄ ｂｙ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ｔｏ ｔｈ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ｂｅａ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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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际人熊冲突管理措施与经验

科学的防熊措施是建立人熊共存机制的必经之路，它能有效解决熊科动物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

盾［１０］。 国际上已有的人熊冲突缓解措施包括物理措施、生物措施、化学措施以及政策导向性措施（表 ３）。

表 ３　 现有防熊措施及特点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ａｒｓ ｄａｍａｇｅ

缓解措施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特点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物理措施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电围栏

电围栏是防止熊科动物入侵房屋和捕食圈养牲畜的最佳方案之一，高压脉冲能
纠正熊的破坏行为。 由于电围栏需要持续的电源供应和定期的专业维护，导致
电围栏很难在世界范围类全面推广，尤其在尚未通电的山区。

［９， ２９］

屏障栅栏
屏障栅栏一般由木质材料、金属材料、混泥土材料或复合材料制成，该措施不能
纠正熊的破坏行为，反而会激发熊科动物的攻击性。 屏障围栏建造成本较高，
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３６］

铁皮箱 铁皮箱成本低廉，设备无需专业维护，使用人员不需特殊培训。 ［６］

高架平台
高架平台是由金属或木材等材料搭建而成，顶部平台边缘处安设金属倒钩或倒
刺防止熊攀爬，进而保护搁物平台上的财产不受破坏。 高架平台具有就地取材
优势，成本相对较低，东欧国家常搭建高架平台来保护蜂箱。

［３７］

生物措施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捕杀

捕杀是控制熊科动物种群数量的一种有效方式，能迅速解决人熊冲突问题。 由
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法律法规有所差异，部分公众不能接受捕杀熊科动物。 ［３８］

补饲
补饲是为熊科动物提供一种易于获得的食物，从而减少掠夺人类住所内及其住
所周围的食物，它能转移熊的注意力，并训练它们习惯于食用补饲器内的食物。 ［３９］

转移

转移是指把肇事熊转移到饲养中心进行训练，例如给肇事熊佩戴电击项圈，当
它们接近房屋时，设备立即启动高压脉冲电源对其进行电击，以此纠正熊的行
为。 当熊的这一行为得到纠正之后，就给它们佩戴 ＧＰＳ 项圈并放归野外，工作
人员对其位置进行实时监控。

［８］

牧羊犬 牧羊犬对于保护散养的家畜有着很好的警示作用。 ［４０］

化学措施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防熊喷雾

防熊喷雾含有极为刺激的辣椒素，当进入熊科动物的鼻、眼时会使其丧失攻击
能力。 防熊喷雾在北美是一种常见的防熊工具，它是保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
线。 防熊喷雾能降低熊的胆量以及改变它们接近人的这一行为。

［９， ４１］

政策导向性措施
Ｐｏｌｉｃ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教育宣传

教育宣传能提高社区的保护意识和对肇事熊科动物的容忍度，同时能让公众积
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当中。 ［１０］

生态补偿或
保险

生态补偿或保险属于一种事后补偿机制，需大量的资金支持，它可以减轻熊科
动物持续肇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提高受害者对熊科动物肇事的容忍度。 ［１１］

生态移民
在极端情况下，将持续遭受熊科动物攻击区域的社区集体迁出，该措施需要国
家政策的引导和大量的资金支持。 ［２］

栖息地管理

熊科动物栖息地管理分为三大类：结合环境变量因子对熊科动物的栖息地质量
与适宜度进行定量评价；通过生境模型模拟出潜在的适宜生境，进而对部分区
域采取优先保护措施；对区域内熊科动物的自然食物资源进行评估，同时结合
熊的种群数量评估当地生态承载力是否超载。

［４２］

２．１　 物理措施

２．１．１　 电围栏

电围栏是目前最受青睐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之一，受北美地区和欧洲国家的大力推崇［９］。 美国农业部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ＳＤＡ）联合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ＮＲＤＣ）在诺布尔果园（Ｎｏｂｌｅ Ｏｒｃｈａｒｄ）周围设置高约 ２．４ ｍ 的电围栏成功阻拦了美洲黑熊入侵；在希腊，人们

使用电围栏来保护价值较高的农作物和养蜂场［１１］。 电围栏在人熊冲突管理中取得了成功，同时高压脉冲一

定程度上纠正了熊科动物的入侵行为［９， １２］。 由于电围栏需要持续稳定的电源供应和定期的专业维护，导致

该设备很难在暂未通电的山区推广。 例如，我国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大部分区域暂未通电，试点区域的电围栏

５　 ２２ 期 　 　 　 代云川　 等：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及其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人熊冲突缓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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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依靠太阳能光伏板供电，由于受天气影响，光伏板供电不足导致高压脉冲器放电失败；另外，试点区内的

电围栏安装时没充分考虑三江源地区土壤电阻率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性，加之后期缺少专业维护，使得电围栏

没能发挥应有的防控作用。
２．１．２　 屏障围栏

屏障栅栏在亚洲国家的牧区较为流行，一般分为木质围栏、铁丝围栏和水泥桩围栏［３６］。 屏障栅栏能有效

保护房屋、圈养牲畜以及农作物，但屏障围栏不具备高压脉冲纠正熊行为的功能。 坚固的屏障围栏建造成本

较高，后期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屏障栅栏适用于暂未通电、太阳能不稳定以及缺乏专业维护人员的地区。 如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ｒｇｒａｍ， ＵＮＤＰ）联合全球环境基金（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ＧＥＦ）于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期间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安装了 ２３９ 套防熊围栏和 ４ 套牲畜接种围栏，由于安

装时没考虑硬化围栏固定桩的入地区域，西藏棕熊从围栏底部以掘洞的方式进入房屋，从而导致部分围栏防

控失败。
２．１．３　 铁皮箱

铁皮箱分为家用独立小型箱和社区共享大型箱，在北美地区的防熊实践中均被证实能有效降低由熊造成

的经济损失［６］。 ２００９ 年，加拿大将这一措施列入惠斯勒人熊冲突管理计划（Ｗｈｉｓｔｌｅｒ Ｈｕｍａｎ⁃Ｂｅａ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中，并倡导人熊冲突重灾区域使用铁皮箱来保护财产。 惠斯勒人熊冲突管理计划中还设计

了一款横向滑门的防熊垃圾箱，已在加拿大温哥华等地区投入使用，减少了黑熊翻食垃圾给人们造成的

困扰［５］。
２．１．４　 高架平台

高架平台由金属或木材等材料搭建而成，在顶部搁物平台边缘处安装金属倒钩或倒刺防止熊科动物攀

爬，进而保护搁物平台上的财产不受破坏［１０］。 高架平台技术含量和实施成本较低，东欧国家使用高架平台来

保护蜂箱［３７］。 在土耳其北部，传统养蜂人倾向于把蜂箱搁置在悬崖的石缝中，但经常遭受欧洲棕熊的袭击，
高架平台出现后明显改变了这一现象［３７］。 目前，高架平台已在土耳其广泛使用，并后期将在土耳其全境

部署［３７］。
２．２　 生物措施

２．２．１　 捕杀

捕杀是控制熊科动物种群数量的一种有效方式，能迅速解决冲突问题，是北美国家较为常用的一种措

施［３８］。 在美国和加拿大多，公众可持狩猎许可证在开放季（非繁殖季节）对美洲黑熊进行合法捕杀，每年被

合法捕杀的黑熊高达 ５ 万只，成功控制住了黑熊的种群数量，降低了黑熊肇事频率［３８］。 但由于不同地区的文

化和法律法规有所差异，捕杀是公众最不能接受的一种缓解措施，尤其是在信奉佛教的地区［２］。
２．２．２　 补饲

补饲是欧洲国家认可度比较高的一种缓解人熊冲突的措施，它的设计概念是为熊科动物提供一种易于获

得的食物，从而减少掠夺人类住所内及其住所周围的食物［３９］。 补饲会转移熊的注意力，并训练它们习惯于食

用补饲器内的食物。 由于改变熊的这一行为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补饲器内的食物必须持续供应，并且

与房屋内的食物具有相当或更高的能量［３９］。 这一措施是改变熊科动物行为的短期策略，也是训练熊科动物

与人类保持安全距离的长期策略。
２．２．３　 转移

转移肇事熊是美国华盛顿鱼类和野生动物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ｓ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ＷＤＦＷ）常用的一种人熊

冲突管控措施。 ＷＤＦＷ 会定期将频繁游荡在城市垃圾站或社区垃圾桶附近觅食的美洲黑熊强制转移，转移

到饲养中心对其行为进行训练，训练成功后则将其佩戴 ＧＰＳ 项圈放归野外并对其实时监控，一旦训练失败，
则直接将其杀害［８］。 强制性转移成本较高，通常只能暂时性缓解局部人熊冲突，而并非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

办法［１３］。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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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牧羊犬

牧羊犬通常用于保护家畜免受大型食肉动物的攻击，特别是对于保护散养的家畜发挥着很好的警示作

用［１１， ４０］。 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牧区均有喂养牧羊犬的习惯，但由于犬科种类不同以及后天训练方式的差异，
警示效果也不尽相同，比如德国牧羊犬具有持久的耐力和超高的警戒性，是保护家畜极为优秀的犬种之一，但
该品种需大量的后天训练才能发挥其保护作用［４３］；喜乐蒂牧羊犬天生嗅觉、听觉敏锐，仅需少许或不需训练

就能胜任保护家畜的工作，其他工作犬难以比拟［４４］。
２．３　 化学措施

防熊喷雾是人熊管控措中最常用的一种措施，它含有极为刺激的辣椒素，当进入熊科动物的鼻、眼时会使

其失去攻击能力［９， ４１］。 防熊喷雾是美国环境保护局（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ＰＡ）极为推崇的一种

防熊工具，ＥＰＡ 提倡野生动物管理工作人员在野外需配备防熊喷雾。 防熊喷雾对熊科动物能起到很大的震

慑作用，也是纠正其行为的有效方法之一［９， ４１］。 由于部分国家或地区禁止使用含有带攻击性的辣椒素喷雾，
使得防熊喷雾没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开来。
２．４　 政策导向性措施

２．４．１　 教育宣传

教育宣传能提高社区的保护意识和对肇事动物的容忍度，同时能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工

作当中［１０］。 全世界范围内，很多非政府组织机构和民间野生动物保护者参与到教育宣传工作当中，如世界自

然基金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ＷＷＦ）专门设立环境教育行动基金（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ＥＥＡＦ）用于提升社区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教育宣传对于提升地方居民的保护

意识和保护物种的公众影响力能起到巨大作用，但由于某些地区偏远，交通不便，社区教育宣传工作没能全面

铺开，对野生动物的报复性猎杀时有发生［１７］。
２．４．２　 生态补偿或保险

生态补偿或保险是目前各个国家比较推崇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它可以减轻熊科动物持续肇事所造成的

经济损失，并能提高人们对肇事熊科动物的容忍度，对熊科动物的保护能起到促进作用［１１， ４５］。 生态补偿或保

险属于一种事后补偿机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一旦出现资金短缺，将激发公众对肇事动物的报复心理。
２．４．３　 生态移民

生态移民是将持续遭受熊科动物攻击区域的社区集体迁出，主要适用于保护地内的社区居民［４６］。 生态

移民能迅速缓解人类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冲突，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义重大。 生态移民资金投入量大，同
时需要慎重评估迁入地的环境承载力以及移民对象的生活习俗，如果迁入地环境承载力超载或迁入地环境不

符合移民对象的生活习俗将可能导致生态移民工程失败。
２．４．４　 栖息地管理

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导致熊科动物栖息地丧失是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之一，科学的栖息地管理是缓解人熊

冲突的重要策略［４７］。 目前，熊科动物栖息地管理主要包括 ３ 个分方面，分别为栖息地质量评价［４８］、适宜生境

模拟［４９］和自然食源评估［５０］。 由于基于栖息地管理基础之上提出的缓解措施和保护方案（如生境质量恢复、
优先保护区划分以及生态廊道建设等）严重受到政策的约束未能很好落地，因此该措施在实际人熊管控中并

没能发挥很好的优势。

３　 关于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人熊冲突缓解的建议

当前，三江源国家公园面临着不同程度上的人熊冲突问题［３］，为了促进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熊共存，我
们可借鉴国际上先进的人熊冲突管控措施，同时建议三江源国家公园：（１）提升和改善电围栏防控技术：三江

源地区土壤干旱，电围栏地线接地电阻较大，电线无法形成通路，导致很多电围栏高压脉冲阀无法正常工作，
在后期的安装工作中需加深地线接地桩，同时增加电围栏的地线数量；（２）定期对电围栏进行检查和维护：目

７　 ２２ 期 　 　 　 代云川　 等：人熊冲突缓解措施研究进展及其对三江源国家公园人熊冲突缓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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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江源国家公园缺少专业的电围栏维护人员，有必要组建一支由当地牧民组成的队伍对电围栏进行定期维

护，增强牧民的参与感；（３）配备防熊喷雾：防熊喷雾在我国尚不能合法使用，但由于它是保障牧民生命安全

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它是继收枪之后能让棕熊对人类重新产生恐惧的一种新工具，因此建议相关部门批准

防熊喷雾在特定区域合法使用；（４）使用铁皮箱储藏食物：铁皮箱成本低廉，使用方便，在转场过程中方便携

带；（５）建立补饲站：补饲是缓解人熊冲突的长久之计，但需慎重考虑补饲器的食物选择和安放位置；（６）完善

棕熊肇事补偿机制：补偿机制能减少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进而提高受害者对棕熊的容忍度，但补偿机制取证效

率有待提升、理赔手续有待简化、补偿金额有待提高以及赔偿周期有待缩短；（７）鼓励社区参与：积极推动利

益相关者参与冲突管理过程，建立管理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者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友好关系。
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哪一种防熊措施能做到万无一失。 为了从根本上降低人熊冲突的强度和频次以促进

人类与熊科动物之间的共存，建议我国科研人员和管理决策者在以后的研究中着重调查人熊冲突的原因，包
括加强人类社会发展与熊科动物生存之间的关系研究，探索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的变化之间

的关系；加强熊科动物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从棕熊生境质量、种群动态、自然食源以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等方面

去深入挖掘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进而从根本上制定防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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